
4 始发潮声

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立了岭南九郡，实现了岭南九郡与西南八郡的连

接成片，随即开始了寻求已久的海疆开拓宏伟战略。合浦郡以其独特的优

越条件，成为汉武帝海疆开拓宏伟战略中的首选。

汉武帝着意开拓海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承接了秦始皇的海疆巡狩与

海疆政策，关键因素还是从汉王朝海疆经略需要出发。

汉朝是继秦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汉初，沿海沿边的许多地方仍被割

据势力所控制。沿海的东瓯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岭南地区被秦始皇委派

的南海郡龙川令赵佗所掌握。赵佗拥兵自重，兼并了象郡、桂林，自立为

南越王。而此时的汉王朝经过汉高祖经营，又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

时期，国力加强，史书称此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于是这位雄才大略

的汉武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历程。吴王濞叛乱失败后，刘濞的儿子窜入闽

越，挑起闽越与东瓯的战争。汉武帝采纳了庄助的意见，派遣楼船将军发

兵会稽（治今苏州市），从海上援助东瓯。闽越在汉军未到达之际，即已先

行撤军，从而使西汉王朝取得了对东瓯的统治主权。公元前 119 年，汉朝

北部边疆的战争告一段落，汉武帝开始着手解决南部的割据政权。元鼎五

年（前 112 年），汉武帝派五路大军进攻南越。楼船将军率先攻入，占领了

番禺，南越终被平定。这样南部海疆又归中央政权控制，开始有了番禺、

徐闻、合浦、日南等重要的海港，海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公元前 110 年，

汉朝的军队又攻入东越，东越王被杀死，汉武帝进而统一了东南部沿海。

公元前 109 年至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朴、左将军苟彘率



水、陆军五万人攻打朝鲜，杨朴水军由山东渡海，与荀彘配合，消灭了卫

氏朝鲜，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

西汉时，中央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刺史部。临海的刺史部包括豳州刺史

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和交趾刺史部。临海的郡多达

21 个。自北向南，幽州刺史部含七个临海郡：乐浪郡、玄菟郡、辽东郡、

辽西部、右北平郡、渔阳郡、渤海郡。青州刺史部包括了千乘郡、齐郡、

北海郡、东莱郡四个临海郡。徐州刺史部包括琅琊郡、东海郡、临淮郡三

个临海郡。扬州刺史部包括会稽一个大临海郡。交趾刺史部的临海郡有：

南海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公元前 110 年，汉王朝把海

南岛划入版图，又设置了儋耳郡和珠崖郡。

沿海诸郡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海港城市，除合浦外，还有番禺（今广州）、

东冶（今福州）、钱唐（今杭州）、丹徒、琅琊、芝罘、临淄、泉州等。其

中番禺、临淄也是著名的大都会，是五方之民相聚的地方。临淄发达的制

盐业、纺织业为全国提供了丰富商品。合浦、番禺一带更是商贾云集的地

方，聚汇了四方的宝物，如犀、象、珠玑、银、铜、果、麻布等。

中央王朝在沿海郡县不仅设立行政官员，而且还派驻军队和军事官员。

在临海的乐浪郡、辽东郡、辽西郡、渤海郡、千乘郡、琅琊郡、临淮郡、

会稽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都设立了都尉，都尉为一郡典兵之官。

其中有设在雷州半岛徐闻的都尉，设在杭州湾钱唐的都尉，设在千乘郡的

都尉，设在乐浪郡的都尉，他们都肩负着海防的职责。

在汉武帝尚未统一岭南之前，就于元狩元年（前 122 年）派出张骞出

使西域各国。张骞在西域各国时，发现市场上有中国的丝绸、竹枝和陶瓷



等产品销售，经打听之后知道是自四川进入西域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是这样记述的：“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

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贡人市’。或闻

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建议打通四川—云南—印度

商路，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主张。

“（元鼎六年，前 111 年）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

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

以为武都、牂牁、越嵩、沈黎、文山郡。”（《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平西

南、定越地之后，就采纳张骞的建议，开始着手打通川、滇至印度的商路。

“时又通而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担负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

散币于邛焚以辑之。数岁而不通。”（《汉书·食货志》）从这段记述中，可

知汉武帝为了打通川滇至印度的商路所付出的代价。但终因“数岁道不通，

蛮夷因以数攻”，这就更加坚定了汉武帝要在岭南打开海路通道的决心。

图 4-1

合浦汉墓窑群出土的制陶工具——木泥锤。

于是，汉武帝开始了他大规模的巡海行动。汉武帝的巡海行动共有七

次。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前 110 年）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

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

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

赴蓬莱求仙人。经郡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

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前 109 年）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

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

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朴率领水军 5 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

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菜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

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立。武

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

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

航线。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入朝鲜、

日本，倭入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前 106 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

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支大船队

“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

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千里，

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琊。

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安徽安庆

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前 105 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



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第

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前 102 年）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

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

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前 94 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

琊，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前 89 年）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

欲亲自浮海求神仙，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

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

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

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与海上各国往来。汉朝终于先后开

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北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以合浦为中心，东至于南海、西、南至东南亚航线。

汉武的海疆巡狩是为了向海内外各类势力证明中央王朝的统治权。汉

武帝时期，海外也未平伏，汉武帝新开辟的郡县并未巩固，北方的朝鲜半

岛、南方的百越地区都出现了激烈的反抗。汉武海上巡狩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巩固其统治，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在军政上致力于海疆经略的事

实。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



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对这条航路，《汉书·地理志》

有较完整的记载：“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

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泰国华里富）；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

（泰国境内）；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

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

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

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

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

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

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

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

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航线就是通常所称“海上丝绸之路”。在所引的《汉书·地理志》

的记述中，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口。西汉建元二年（前 139

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

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以“丝绸之路”名之。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

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

线，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

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 世



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

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

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

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

前 30 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人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

图 4-2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图。

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

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丝绸之路开

辟了陆路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

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

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



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

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

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

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这条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言

的。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决定于四个关键因素：一是

汉武帝为国家安全而确定的海疆开拓发展战略。为了实施这个战略，张骞

在陆地丝绸之路上不辞艰难险阻探索了近三十年，才了解到川滇至印度商

路可人海通西域各国，因此加快了汉武帝从西南、岭南打通海上商路的决

心。二是汉武帝的七次巡海，使他更加明确了海疆安全对国家统一稳定的

重要意义。三是平定的南越王国，设置了岭南九郡后，汉王朝的海疆开阔

了，航海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合浦郡所处的地理经济区位和在汉

武帝海疆开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十分明显突出，使汉武帝的打通海上商路

的决策择向有了明确的方位。四是汉代造船业已经很发达。此外，秦王朝

和南越王国时期在岭南地区开展的海上交往活动及航海探索，也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固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上述因素中，汉代造船业的发达是外部因素，合浦郡自身的优势条

件是内部因素。这两种因素的组合在一起，促成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

丝绸之路的形成，伸延和不断发展。

汉代造船业方面的因素。汉武帝（前 104 年一前 87 年在位）统治时，

社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为了统一沿海地区，发展近海与远洋的交通、



贸易，汉武帝致力加强造船业，建立强大的水师，并七次巡海航行。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

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

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煸、艇、扁舟、

轻舟、龄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

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结构、性能的要求方面，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

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

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

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楼船等。

图 4-3

《汉书·地理志》中关于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记录。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



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

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前 120 年），汉武帝下令

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 40 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

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

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

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体势高大，上面有

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宝曰飞庐，

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

警示也”（刘熙《释名》）。庐、飞庐、雀室，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

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

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楫、橹、帆等行驶工

具。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有时，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

楼船。汉代，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 2000 多艘，水军 20 万人。作战时，

舰队配备有各种作战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战船叫“先登”；还有狭而长的冲

击敌船的战船“艨艟”；有又轻又快如奔马的赤色快船叫“赤马”。此外，

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叫“槛”，四面设板防御矢石，其内如牢槛的重武装船。

还有主力战舰露栈、戈船都是大战船，都在 500 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

叫“斥候”，以观察敌人进退。200 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

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

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 90-100 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



大商人一家就有船 1000 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

1973-1974 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 71 厘米，

中部最宽处为 10.5 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

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 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 203 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

船形狭长的船模，有 16 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

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 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

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

两则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4 年，曾在广州市发掘出秦汉时期的三座造船台，据测定，可以制

造 50 吨至 60 吨的木帆船。秦汉时代船的规模不仅越造越大，而且类别也

很多。在海战中，阵前冲击敌舰的战船叫“先登”，以撞击为主要方式的叫

“艨冲”，快速传递情报的船叫“赤马舟”。这类船通体漆成红色，行如飞

奔之马。这时的船已用多桨推进，大船已用 20 支桨，并有了船舱等设施。

凭借比较先进的航海工具，秦汉时代已开辟了多条海内外航线，《吕氏春秋》

记述，先秦已存在远航的活动：“夫流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

及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到汉时，北方航线自山东半岛

和渤海湾西岸的港口出发，沿海岸线直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徐福到达日本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航线，日本使者也通过这条航线到达中国，

进行文化交流，有的还得到汉王朝的册封。南方航线则自闽越通过南中国



海、马六甲海峡，直抵缅甸、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当时国内的航线主

要是长江到黄河口的江、海、河联运通道。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

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

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

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

要的造船基地。

图 4-4

合浦的汉墓出土的玉带片。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

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

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

绸之路。

造船业的发达，促进了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在汉代早期成书的《尔雅》

中，记述了二十余种鱼的名称，其中海鱼有五六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

字》记载各类鱼的名字七十余种，海鱼有一二十种。不少鱼类产自边远地



区，如乐浪、邪头、貉国等地。贝类产自东莱、会稽郡。《三国志·东夷传》

记载，朝鲜半岛，“其海出斑鱼皮”。

珍珠捕捞在汉代也是重要的产业。汉时，得到珍珠有两条途径：一是

从海外如西方诸国或向东夷购买，一是在中国的南海一带捕捞。南海捕捞

的地点是在合浦。《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尝作太守时，“郡不产谷实，

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入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徒于交趾

郡。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

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

汉代盐业生产的规模已很大。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述，西

汉在全国设立的盐官有 32 处（一说有 38 处），其中大多数是海盐生产。在

辽宁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平郭（今营口一带），一处设在辽西一带），一在

海阳（今滦县一带），一在堂阳（南宫县一带）。山东盐区是全国最大的盐

区，全国设盐官 30 余处，山东就占了 11 处。设盐官的郡县有：干乘（今

滨州一带），都昌（今昌邑一带），寿光、海曲（今日照一带），计斤（今胶

州湾），长广、昌阳（今莱阳一带），曲成、当利（今掖县一带），东牟（今

文登一带）。汉时，汉代盐业产区古籍记载不详，大约在长江口以北的沿海

地区。浙江盐区在会稽郡海盐县设有盐官。福建生产海盐的历史很长，但

见诸文字却是在唐代。广东制盐业十分发达，汉朝在南海郡、苍梧郡的番

禺县、高要县均设有盐官。由盐官管理的大规模盐业生产、小规模的私盐

生产和内陆池盐的生产，成了遍布全国的食盐供应体系。

合浦既是海水珍珠的主要产区，又有珠市作为集散中心，又是盐业主

要产区，造船业的发展又比他郡发达，这都是成就合浦成为汉代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的有利条件。

第一，汉代合浦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鼎盛，使合浦具备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条件。在政治上，合浦历史悠久，是岭南的古

郡。在西汉时期，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

就开始设置了合浦郡，后来的两干多年中，合浦一直是郡、州、路、府、

县的所在地。最鼎盛时期以郡为建制。从现在的出土文物来看，仅今合浦

县内就有近 1 万座汉墓，而且这些汉墓的埋葬者都是很有身份的。古时岭

南人口非常稀少，但今合浦县境就有 1 万多座汉墓，可见当时的繁华情景。

图 4-5

合浦汉墓出土的水晶、琉璃品，是海上丝绸之路商品贸易的见证。

在经济区域优势上，合浦面向东南亚，背靠中原，比较早地与外国通

商。商船从合浦港出发，沿着印度支那半岛分别航行到东南亚各国，又通

过印度转运到欧洲进行贸易交往。当时海上交通比较便利，通商贸易比较

繁华。为什么我国沿海 14 个城市优先开放，就因为有沿海、沿边的优势。

从汉墓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合浦一带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在 2000 多年后

出土的文物中不但有盛酒器皿中还装有酒，还有铜、陶型制的加工器具、



竹织品，山草药、谷物和其他手工制品。可见，当时合浦的农业、手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采珠业和纺织业比较发达，是岭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经济上的繁荣，为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文化凝聚力上的优势，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与海文化的发展有很

大关系。当时合浦作为沿海的一个郡，在与海外的经济交往中，也较早地

进行了文化交流，因此合浦区域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文化特点，具有很大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合浦又是中原文化与海文化、山地文化的交汇部。秦始

皇统一岭南之后，把 50 万兵屯集在岭南——合浦这个地方，这些士兵带来

了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海文化和山地文化与合浦特有的珍珠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地域特点的“珍珠文化”及因此派生的吏治文化、汉墓

文化等。从“珠还合浦”这个成语的流传可以看出合浦在全国各民族文化

中是有很有分量的。文化的繁荣，为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提

供了人才和技术条件。

在军事上，合浦地处北部湾畔，面向东南亚，背靠大中原，水陆交通

发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南方军事重镇，位置十分重要。早在秦代，合

浦就是朝廷的军事集结基地，既有陆军也有水兵。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

征服了南越之后，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合浦当时是象郡的辖地。到

了汉代合浦成了郡的建制，成为军事基地，汉统治者动员和强迫中原人到

合浦定居，并建立陆军和水军。汉王朝多次以合浦为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

出兵平叛作战，使合浦逐渐成了军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提供安全保障。

第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合浦古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秦始



皇征服了南越之后，合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在秦汉时期，合浦是中原沟通岭南及海外各国的中转站。由于北方匈奴的

骚扰，外国经西域到中国的陆路不通，海上交通成为重要的通道，而当时

航海技术不高，外国使者和商人抵达中国，大都先往交趾（今越南）到合

浦再进入中原。在西汉时期，我国已经和东南亚各国进行了海上交往和贸

易交流。合浦是东南亚国家向王朝进贡货物运输必经之地，很多贡品都要

在合浦港中转北上进贡王朝。因此合浦北上交通非常发达，全境有三条水

路通向中原。第一条是中原水路，灵渠开通之后沿长江水系，由湘江通过

灵渠，进入桂江到西江进入北流江再过桂门关（鬼门关），沿南北盘江南下

从天峨、来宾到郁江，从郁江到贵港到玉林、沿南流江到合浦。这是中原

货物出海的必须之路。第二条是红水河水路，沿南流江到合浦。云、贵、

川的一些货物都要运到合浦为海运出口。两千年后的今天，把广西作为西

南出海大通道，也是基于这种历史渊源。第三条是左右江水路，沿左右江

南下，从龙州、崇左、扶绥、邕江、到北流江再到南流江至合浦。优越的

地理位置及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良港。

第三，天然的港口条件使合浦古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地

势是北高南低、背山面海、三面环海，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合浦地处北回

归线以南，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的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温比较

适宜，四季可以通航。汉代合浦的海岸线港口很多，海港水深浪平，避风

条件较好，并有海南岛和马来半岛和雷州半岛作为天然河流的出海口，是

北部湾少有的天然良港，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原与海外沟通的必经之地，成

为我国和海外各国交流的桥头堡。根据气象学家和海洋学家分析，合浦属



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区，季风一般吹北风，从合浦出海驶向东南亚方向比

较顺风。夏季则吹南风多，从东南亚回到合浦又是顺风。顺风、顺水、顺

浪这样一个良好的水域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海上航行的。特别是每年的 9 月

至第二年的 3 月海流的方向都是沿着北部湾向海南岛方向经琼州海峡到越

南，往马来半岛流动，有利于从合浦出发的船只行驶加快速度，节省时间、

人力和物力，每年的 3 月至 8 月，海流又逆方向流动，有利于从航船顺着

海流到达合浦也为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从经济的角度上选择合浦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既有经济效益又节约了时间，也比较安全。

第四，较为发达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使合浦古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根据史料考证，早在先秦时期，合浦一带的越人就善于航海，具

有很强的航海能力。《越绝书》记载当时岭南的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舟为

车，以楫为马，行若飘风、去则难从”。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是包括合浦

在内的岭南越人航海生涯的生动写照，反映出越人很早就与航海发生关系。

到了秦汉时期，岭南越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较高的航海技术，从开始的琢木

为舟到发展为筏，运输的工具扩大了，并从海上水路运输不断地总结航海

的经验，掌握了借用信风和牵星进行远洋航行定位技术。当时已有航海技

术的著作出版，如《海中日月规红杂传》、《海中五星顺移》、《海中二十八

属行》等，这都证明当时航海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从合浦发现一些

造船工厂遗址来看，当时造船业已初具规模，已经能造比较大型的海船出

海。在挖掘的合浦汉墓中有相关的史料证明和文物记载，汉代岭南出现了

历史上第一次造船高潮。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工业使合浦成

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民间经过漫长的探索时期，到汉武

帝时纳入官府管理之后，航线的开辟扩展得到迅速伸延，而且线路的往返

也不再是一成不变，根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述的线索：“合浦船行”往

西南航行，到日南（今越南中部）—都元（苏门答腊）—邑卢没国（泰国

华富里）—谌离国（泰国境巴蜀）—夫甘都卢国（缅甸薄甘）—黄支国（今

印度东岸）。回程的时候从黄支国返航时，经过已程不（今斯里兰卡）—皮

宗（马来半岛境）—日南—象林（越南维川）。从中可见，以合浦为始发港

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纳入了官府管理经营后，不但航线伸延了，航线增加

了，更重要的航线的辐射更加广阔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往返航线也

已不同。参与贸易的国家增多，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在急剧增加。

由于西汉早期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事业，风帆也未出现，航海

主要也必须利用海流。而自古至今受地形影响的环北部湾冬半年与夏半年

方向不同的海流又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可选用两条不

同方向、不同路线的其中一条航线组织船队航向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段航程

的目的地金瓯角，即从合浦始发后经过徐闻过海沿着海南岛西海岸过东京

湾到越南驶向金瓯角的航线和从徐闻始发后经合浦（或直接从合浦始发）

再到日南并沿越南东海岸驶向金瓯角的航线。这两条航线的始发港均可选

择合浦或徐闻。然而，泰国湾冬季所出现的逆时针环流的时间性及重要性

而使得每年十月开始的冬半年海流与之（即合浦始发线）时间极为吻合，

加之货源丰足及内陆运输发达等原因，更使得合浦始发港成了海上丝绸之

路最佳选择的主线。



图 4-6

合浦汉墓出土的龙首柄铜魁，见证了合浦青铜生产的发展状况，也是汉代合

浦与中原交往关系的见证。

从合浦港船行两个月即到达金瓯角。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响，

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士唐海峡传人南海时分成两支：一部分向台湾海峡传播，

大部分沿华南大陆架作弧形方向传播，在汕头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常年的

西南恒向海流；在北部湾则形成一股西北向的海流、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

和季风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海 10 月、

11 月为东北季风可能发生期，12—2 月达到鼎盛期，三四月为可能发生期；

西南季风五六月，九十月可能发生，七八月为鼎盛期。受季风控制，南海

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为东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

每年十月从合浦始发的船队即可顺风顺流通行无阻地穿过北部湾再沿着越

南东海岸航向金瓯角，这段从合浦到金瓯角的“第一段航程”据后来的实

测“海流流速每小时为 0.3—1.5 海里，通常为 0.5——1 海里”，因此，船

队从合浦始发后两个月即到达金瓯角。到达金瓯角时正是 12 月至 1 月的冬

季时期，刚好碰上泰国湾的逆时针环流，有利于继续航行。

从金瓯角到马来半岛南端也需时两个月，再到都元国还需十多天时间。

泰国湾冬季有一股逆时针的环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 0.4—0.8 海里，南



半部流速每小时约 0.5—1海里。西汉船从金瓯角出发，顺泰国湾环流及南

海冬季海流沿岸行驶，经马来半岛东北岸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

这一段航程按流速推算需近 2 个月的时间。这一段路程的关键是泰国湾的

逆时针环流出现在冬季，因此，从中国到都元国的船队以冬季过泰国湾为

最佳时段。而都元国到中国的船队也可于冬季顺这逆时针环流返程，航行

到交趾时等西南季风起返回合浦。

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共长 650 海里，全年都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

海流。在南海及北印度洋的东北季风期间（12 月至次年 2 月），这股恒向流

最强；在西南季风期间（6—8 月），这股恒向流最弱。海峡流速约为每小时

1—2 海里。因此，西汉船队利用海流，10 多天可以到达都元国（今印尼苏

门答腊东北部）。

图 4-7

合浦汉墓出土的干栏式铜仓。

从合浦至都元国的航程约为 3400 海里，船队航行需四个半月，加上沿

途的生意、补给及等候、避风等因素，所需时间即达五个月左右。完全符

合《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

的记载，印证了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西汉时期的始发港。



以合浦始发港为起点，这一段海上对外贸易航线已被称为海上丝路西

线。在这条西线上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有：印度尼西亚（都元

国）、缅甸（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印度（黄支国）、新加坡（皮

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已程不国）、罗马帝国（大秦）等国家和地区。

从合浦始发港到恩平、阳江的航线，是在汉合浦郡境内，这段航线伸

延至广州、泉州、山东，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线。这段中线的交通网

络中，由西起合浦始发港连接南流江黄金水道联通漓江、珠江、湘江水系，

进入中原。东至珠江入海口（广州）韩江入海口（汕头）、闽江水系入海口

（泉州、福州）、长江入海口（江苏），黄河入海口（山东）等沿海港口城

市水运网络进入中原组成的半月形沟通中原与沿海各郡交通商贸及朝贡的

大通道。

从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伸延到达当时的日本、朝鲜，这一段航线被称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航线不长，但此后的发展很快，

成为中国与日本、朝鲜（韩国）交通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是日

本、朝鲜向外发展的大动脉。

以合浦始发港为起点，沿着南流江水系西进，还沟通了西南地区的贸

易通道。

如《史记·平准书》中记：“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

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

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焚以集之，数岁道不通……”“番

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故俗故，毋赋税。”

从《史记》的记述中“散币于邛焚”、“毋赋税”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汉



武帝为打开西南人海通道所作的努力。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更使汉武

帝坚定了不惜一切代价打开西南人海通道的决心。

建元六年（前 135 年），番禺令唐蒙了解到南越食用蜀地生产的枸酱是

通过贵州的牂牁江运到番禺的，因此他上书给汉武帝，建议通过水道“浮

船牂牁江，出其不意”去收复南越之地。汉武帝批准了唐蒙的建议，“上许

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候

多同”（《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听了唐蒙的建议后破格提拔他为中

郎将命他领兵开路。

元狩元年（前 122 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向

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贾市’，或闻邛西可二千

里有身毒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十余辈间出西南，

指求身毒……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汉书·西南夷传》）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汉武帝急于打开西南入海通道的心情。以合浦为

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其强劲的交通辐射力，连通了西南地区与大海通

道，从而使中原地区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流江黄金水道连通漓江、

珠江、湘江的优势多了一条进入西南，监控西南的通道。对于加强边疆地

区和中原内地的联系，巩固国家统一，安定边疆开发边疆，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和发展经济意义。这就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

路的又一贡献，开辟了西南人海通道。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商

品增加了新的品种，那就是茶叶和蜀锦。

至此，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网络大格局已基本形成：

以合浦始发港为中心，产生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中轴线，由此伸延向



东形成环绕中国海岸线交通的东线网络。因此产生了东线的徐闻、广州、

泉州、福州、杭州以及江苏、山东等沿海港口城市的不同时期次航线上的

中心港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外贸业务的扩展，中原内陆交通网络的扩大

完善，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向东渐移的影响，这些

次航线支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心和重点，

也随之东移。因此又出现了不同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中心港口。

如南北朝至唐时移向广州，宋元时移向泉州、宁波、杭州，明代移向江苏

沿海港口等。不同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中心港口，都分别承担

起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如广州成为中国市舶制度（海关雏形）形成阶段

的中心港口；泉州、杭州成为市舶制度完善成阶段的中心港口；江苏沿海

港口（刘家港）成为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中心港口；广州、宁波、杭州，

成为唐代佛教东传日本、朝鲜的中心港口等。这些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次航

线中心港口城市，各个历史时期都承担过重要的，甚至是其他次航线城市

无法代替的历史使命。但这些次航线上的中心港口都不具有像合浦始发港

“Y”形辐射伸展，派生次航线或开辟了新的航线，如上所述的诸多条件。

以合浦始发港为中心，产生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中线为中轴，向西伸延

形成了联通东南亚，印度洋沿线各国的西线海上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交通

网络。因此产生了日南、扶南、都元、象林、谌离国、邑卢没国、夫甘都

卢国、已程不等次航线中心港口及城市。形成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与东

南亚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往的航海大动脉，及由此连接而成的

国际商贸次区域。



图 4-8

南流江进入合浦河段的主要出海河口之一——上洋江。

以合浦为始发港连接中原水运网络的南流江黄金水道为大动脉，形成

了连接漓江、珠江、湘江水系的交通网络，并以此为优势，产生了佛教海

路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形成了以南流江流域连通漓江流域为传播途径的

壮族佛教发展中心。

以合浦始发港为枢纽，为加强中原与西南地区的沟通联系，开辟了一

条新的通道，同时也为西南地区的物资进入海洋，参与海上对外贸易提供

了一个平台和出海口，因此而奠定了合浦作出大西南出海大通道桥头堡的

地位，为两千多年后合浦再次成为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区域作了历史见证。

于是，在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以合浦始发港为起

始中转站，除了主打商品丝绸及织品外，中国陶瓷产品源源不断地沿着海

上丝绸之路运往东南亚、印度洋各国甚至欧洲国家，因此产生了“陶瓷之



路”；

中国生产的茶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波光帆影漂洋过海，因此产生了

“茶叶之路”；

东南亚各国的土产香料随着商贾的番船来到中国，因此产生了“香料

之路”；

佛教徒们搭乘商人的货船络绎不绝地来到合浦始发港后，转道进入中

原或向沿海城乡传播佛教，因此产生了“佛教海路南传之路”。

秦皇汉武的兵车楼船南取百越，平定岭南，安疆定边，因此产生了“秦

军运粮水道”、“马援水军之路”；

中原朝廷大批的贬官谪臣，上至中山王太后，国丈、国舅，下至太守

校尉，被迁徙合浦安置，因此产生了“贬徙之路”；

红薯、木薯、烟草等外来农作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进入合浦后向

全国各地传播，因此产生了“物种引进之路”；

商人们带着大量异邦特产如琉璃、玛瑙、水晶来到合浦后进入中原各

地换取丝绸，因此产生了“琉璃之路”；

合浦的盐产自古以来就是朝廷专卖的重要税源。合浦的盐产“庶一水

以散数州”（《岭南代答》），因此产生了“盐政之路”；

秦始皇留在岭南的守军、发配的戍卒、派给赵佗“为战士衣补”的未

婚农家女子，马援留有岭南的“马留人”、客家人的万里迁徙而来，因此产

生了“移民之路”；

岭南荔枝，合浦珍珠，诸夷奇宝、士燮父子无岁不至的遣使朝贡，不

绝于道，因此产生了“进贡之路”：



图 4-9

沙田港建在海中的海神庙，是疍家信仰的见证。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具有安全、便捷、不受陆路行

程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成为各种宗教徒们进入中国传教的首选，因此产

生了“宗教之路”；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承载了世界各国商贸交流的同时，

也为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医学等进入中国提供了

通道，因此产生了“文化交流之路”。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乃至欧

洲各国交流的不断扩展，以合浦港为龙头催生了一大批沿线港口城市群。

在田野考古和海疆考古物证的支持下，这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群城

市，都通过田野考古和海疆考古的物证来为各自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

作印证，这些城市有：番禺、广州、江门、阳江、徐闻、宁波、杭州、泉

州、汕头、潮汕、福州、厦门、大连、扬州、温州、苏州、衢州、登州、



青岛、连云港、刘家港、海南等。

近年来，最具轰动性的海疆考古发现就是“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南

海一号”被发现了二十年后，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被整船打捞出水，广东

省为之投资了近 1.5 亿元在阳江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图 4-10

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场景。

考古学家认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和打捞，其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一

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

术价值。因“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而且它的“藏

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

物证。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连的一段历史空白。与近代中国的两次文化史上的重

大发现——“甲骨”、“敦煌”带来甲骨学、敦煌学的产生一样，“南海一号”

也很可能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沉船全部出水后，所有文物都不拿走，而在广东阳江落户，原地展示，

就地保护，整体开发。考古专家根据的结果估算，整条船装载的文物可能

有 6 万至 8 万件。根据这批出水的文物研究鉴定结果可以初步看出，沉船

中文物整体价值极高，其中一级文物很多。阳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

市证据更加充分。

宁波以该市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三大显著特征”为例考证：

第一，时空跨度大。从 19 处史迹看，自汉至近现代其跨度约两千年间，

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建于 1885 年的庆安会馆，既是我国著名会馆和天后

宫之一，又是一处闻名遐迩、宫馆合一的近现代宁波海事舶商行业议事聚

会场所。

第二，内涵十分丰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包容丰腴，面广

涉深，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港口交通、宗教文化、

思想学说、教育卫生、民间习俗、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唐代以来宁波对

外交往政治中心的鼓楼，保存完好，是宁波建立州城的重要标志。上林湖

越窑遗址生产的历代大量瓷器是宁波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奠定了明州（宁

波）作为我国商贸大港和著名“海上陶瓷之路”的基石。镇海口海防遗址

现今保存的清光绪年间的安远、靖远、平远等著名炮台及军事设施，是我

国一处遗迹完整、保存良好的海防要塞。

第三，对外开放，双向交流，远播海外。由于宁波港独特的地域优势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造就了宁波在对外交流中能广泛吸取外来文明，

特别是能最大限度地把本地域文明精粹远播海外的这一十分鲜明精粹的个

性特征。

以此三大史迹行特征为标志，宁波自 2001 年起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周边，在国内率先组织由专家、新闻记者和市民代表一行 10 人联合组

成的宁波“海外采珍团”，对日本、韩国 16 座成市的 43 处与宁波“海上丝

绸之路”有关的史迹进行了专题考察寻访。这是宁波有史以来，组织到海

外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文化遗产调查活动。

扬州从海上交通及外国留学生、商人居聚来考证。

扬州的海外交通，主要是沿海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唐代的扬州，由于

处于长江河口段，有着适宜国际通商的港口，又处在南北大运河的枢纽地

段，与淮南运河入江的河口位置；既可南向进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又

可东向出海，直达日本城南下西洋；既可西向溯江而上襄鄂，或由九江西

行洪州（即今南昌），再由梅岭之路，转往广州；又可北上进入淮南运河，

由泗水入汴水，直抵东京洛阳。具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路线，成为通商

大港最为理想的财货集散地和市场。因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扬州的

外国使节、留学生、传教士和商人，既有大批的大食国（即今阿拉伯）人，

又有南亚的婆罗门（即今印度）人，与东南亚的昆仑（即今柬埔寨或缅甸）

国人、瞻波（即占婆今越南南部）国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国人、新罗（即

今朝鲜南部）和高丽（朝鲜北部）国人，还有来自地中海的大秦（即今意

大利）国人。但在整个唐王朝和元王朝时期，居留在场州的外国人中，要

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多。随后，大批的阿拉伯人，相继沿着海上丝绸



之路来至扬州或传教，或经商，或居留，在长达八个世纪里，可以说是纷

至沓来，不绝于途，为扬州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异国风采。海上丝绸之路

发展到中国唐王朝时期，进入极盛对期，已由斯里兰卡向西延伸到波斯湾，

到达两河流域河口地段的阿巴丹和巴士拉，又向西南延伸到阿拉伯半岛上

的亚丁及红海两岸。另由中国广州沿海北上，一直延伸列长江河口的扬州

境内，全长超过 7000 多海里。

连云港从徐福出海求仙、孔望山遗址考证。

图 4-11

“南海一号”沉船打捞的瓷器，见证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中心扩展的东

移。

从地理位置看，连云港地处世界的东方、亚洲的东方、中国的东方，

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源流来看，连云港地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主要

发源地，更是华夏文明流向世界的发源地。从秦始皇首设郡县之“朐”，至

北魏建置首称“海州”；从“新海连市”到今天的“连云港市”，有着一段

灿烂辉煌的历史。连云港奇迹遍地，东海大贤庄、抓墩和锦屏桃花涧等旧

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使连云港市历史上溯到一两万年以前，云台山东磊

太阳石石刻，其中太阳图案与南美土人的图腾极为相似，印证了吴民族之



一支远造南美洲的史实。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岩石刻被誉为“九州摩岩第十

尊”，比敦煌石窟年早 200 年。其中“涅檠图”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时代最早、

人数最多、场面最大的一组。有一幅造像为西域胡人，凸鼻凹眼，纵马弹

笳，被称为“中国外交史的石质插页”。此佛教造像的出现，证明汉代中国

有一条以连云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2200 多年前，朐县赣榆人

徐福，奉秦始皇之命携三干童男童女，驾船出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到

达东瀛即日本，成为华夏文化向日本传播第一人。

因此，连云港是一座从海里崛起的城市，是华夏海文化的发源地，古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海南以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打捞为考证。

图 4-12

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缸、铜牛发掘现场。

自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航道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始终扼航道之要

冲。在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南海航道上新开通了东、西两条航线，

而海南岛正是新航线必经之路。

海南岛因海上丝绸之路而受益。当时的中国丝绸运往国外，国外的香

料、宝石等货物从海上运往中国。唐宋时期，商船从广州启运，途经海南



岛，经南海到波斯湾、红海，经航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东非、北非

和地中海沿岸国家。

西沙海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西沙群岛及其海域都曾打捞出

许多唐宋瓷器，有青釉、龙泉青釉等。这些考古发现都是海南在这一时期

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和作用的历史见证。

海南新发现的深船遗址区有：华光礁，华光礁Ⅱ号，华光礁Ⅲ号，华

光礁Ⅳ号遗址；玉琢礁，玉琢礁 I 号，玉琢礁Ⅱ号遗址，玉琢礁Ⅲ号遗址；

北礁Ⅵ号沉船遗址，北礁Ⅶ号沉船遗址，北礁Ⅷ号沉船遗址，北礁Ⅸ沉船

遗址。

西汉以来，沿海上丝绸之路乘船来华贸易的古波斯人在海南休整、补

给物品和淡水，或遇台风避难滞留以及其他原因，在海南留下了伊斯兰文

化的足迹。清代以来，海南文化在同国外文化思潮的撞击和融合过程中，

逐步吸收以南洋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中国

热带海岛文化的独特形态。

海上丝绸之路使海南在更广阔的世界性海上贸易网络中以一种特殊形

式占有一席之地。

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海域发现一艘长约 17 至 18 米的古代沉船，沉船

载有上万件瓷器，制造时代跨越宋、元、明三个朝代。这是继在广东省阳

江发现的“南海一号”后又一次水下重大发现，被命名为“南海二号”。其

影响力大、价值高、意义深远。南澳岛地处闽、粤、台三省海面交叉点，

在明朝就有“海上互市之地”的美誉，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

出海口和华物集散地。因此，汕头市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



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有一座礁石，当地渔民称之为“碗礁”。渔民们捕鱼

时，他们的渔网里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瓷碗被打捞上来，他们自己也说不

清，他们的祖上从何时起就在这里不断的捞起过瓷碗了。2005 年 5 月，渔

民发现了海底有一只木沉船。2005 年 6 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

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海底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沉船泥？对水下考古

学来说，即使是一艘普通的古代沉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第一

次的水下调查，就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出现在考古队员眼

前的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重大考古发现。按照水下考古惯例，沉船遗址被定名为“碗礁 1 号”。“碗

礁 1 号”最后清理发掘完毕后，出水文物达到了 15000 多件，连同失散、

被盗、被毁的，这船货物估计至少应在 5 万件以上。

宋代古沉船的发掘，使“海上瓷器之路”浮出水面，为考古人员提供

了佐证。福建博物院几位瓷器专家介绍说，中国的文字记载虽然表明，福

建在整个海上瓷器之路所占比例很大，但掌握实物并不是很完善。从“华

光礁 1 号”及“南海 1 号”古沉船中，有大量福建生产的瓷器出水，补充

了“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实物资料。从全国水下考古来看，南宋时期的

古沉船数量上占优势，而船内瓷器大都以福建生产的为主，可证明福建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山东登州港以古代是中国古代与朝、日政治邦交的纽带来考证。

登州港背靠中原，作为京都的海门户，地位突出。隋唐伐高丽十多次

多为水陆夹击，水陆景要出自登州港，使港口的军事活动，粮食运输，物

资调配盛于一时。唐朝和新罗，北宋和高丽，明朝和朝鲜交往频繁，登州



港是以上各朝对朝鲜交通贸易的主要口岸。在登州城南街专门设立了“新

罗馆”，用于安置由登州入境的新罗使节。据《宋史·高丽传》记载，宋仁

宗、神宗年间，高丽王朝派来的使团，从登州港入境，均在登州驿馆安歇，

新罗馆还接待商贾、客旅，为新罗人提供了聚集的场所，逐渐发展成新罗

人聚居的街巷，即新罗坊，以及管理新罗人贸易的机构“勾当新罗所”。公

元 7 世纪起，随着中朝丝绸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朝鲜方面的丝绸生产技

术也有所提高，对中国方面也有所回赠，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 年）时，

新罗圣德王遗遗使入唐献朝霞、鱼牙等丝绸产品，同时献表日“敢将方产

之物，尘渎天宫”，这说明朝鲜已开始将自己生产的丝绸输往中国了，但其

丝绸技术仍较中国丝绸有差距。

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往来的口岸。1984 年 3 月 6 日，在对蓬莱

水城小海大规模清淤发掘中，出土了日本明正天皇江户时代的货币“宽永

通宝”5 枚，币文为正楷体，反映了此期（明末）我国与日本经济贸易的密

切关系；出土了李朝的瓷器，为研究登州港与日本、朝鲜的经济贸易和对

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清理出土的陶瓷器，最早的遗物似为汉代陶器，

其中以元、明时期的陶器为最多，约占总数的 80%，元代瓷器以浙江的龙泉

窑，明代瓷器以景德镇民窑为主。在 1976 年韩国木浦市海域发现元代沉船，

打捞出中国青瓷、青白瓷、黑褐釉瓷和白地彩绘瓷 600 余件，多为龙泉景

德镇瓷。从唐至元，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有相当数量是从登州港运

往海外的。登州港由形成、兴盛至衰落的整个过程，在我国港史和航海史

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它在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磨灭

的。这种中、日、朝三国互通有无，共同提高以及相互交流的影响，不仅



改善、丰富了各自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双方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

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这种友谊源远流长至今。登州港在其辉煌的隋唐

时期，繁荣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友好往来和经济发展起

到了推进作用；在由贸易港转向军事防御港口时，又为打击倭寇，保卫沿

海居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在其失去海港作用的近现代，历经修缮

保护，依旧完整地保存了水城的旧貌，提供了历史见证资料。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 年水下考古队

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

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工德化盖德

碗坪仑窑的。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

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

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

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

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

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

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

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 150 多件，丹麦国家博

物馆有 26 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 300 多件。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丝之

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由于中国



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把历史上

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

处在近海。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

桐港。

从以上举例中可见，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Y”形辐射伸

展功能，带动和催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港口群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还有合浦汉墓中的大量出土文物也在

告诉人们这里一个事实，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曾经为促进中外

海上交流合作、拉近内陆与沿海的距离承担过重要的历史使命。

图 4-13

1985 年第 10 期《人民画报>介绍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照片。


